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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数字化场景已成为塑造员工行为的新动力。 数字化场景逐渐渗透

进员工的工作和生活， 鲜有研究综合探讨工作和生活场景的数字化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

自我决定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 针对数字化场景中的在职员工， 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得到 ４９５ 份有效数据，
采用 ＳＰＳＳ 和 ＭＰＬＵＳ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数字自我效能感在工作场所数字化和员工主动性行为间起

中介作用， 智能化生活不仅调节工作场所数字化与数字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还调节工作场所数字化经

由数字自我效能感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推进了工作场所数字化在个体微观层面的机制研

究， 对组织推动数字化场景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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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新技术发展和颠覆性创新的节奏越来越快，
数字化场景逐渐被全方位引入员工的工作场所。
数字化工作场景的搭建， 正是组织加速实施旨在

保持和扩大其竞争优势的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体

现［１］。 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商业模式及其对社会

的影响来放大数字化转型的宏观层面［２］， 对于

中观层面数字化转型下组织结构和流程变化的研

究较少， 对于微观层面个人的工作环境和一系列

支持或阻碍工作方式的新数字化工具的关注更

少［３］。 已有研究表明， 领导的行为模式、 数字

工具的有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造成重要影

响［４ － ５］。 但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的重点不仅在于

“推动者” 和技术工具， 还应该包括员工心理因

素［４］。 本研究创新性地从员工心理因素视角出

发， 揭示员工心理因素与组织数字化转型之间的

因果逻辑， 为理解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提

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工作场所数字化” 一词由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

和 Ｌａｒｒｙ Ｎｉｃｈｏｌｓ 于 １９９３ 年首创［６］， 定义是组织

中允许员工完成工作的所有数字工具的集合。 工

作场所数字化改变了员工的工作设计、 工作资源

和工作期望， 以提供更有效的工作方式、 提高生

产力且提高员工敬业度［７］。 此外， 数字化场景

不仅广泛应用于工作场所， 对员工的认知和行为

产生影响， 同时也早已渗透到员工的日常生活

中。 已有研究表明， 员工生活中可用的智能设备

往往比工作场所中的数字设备更先进［８］， 支持

物联网的智能设备已广泛应用于家庭自动化、 可

穿戴设备和个人健康［９］。 现有研究集中在数字

化场景对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带来的新挑战［１０］，
未触及生活场景数字化对员工在工作场所数字化

场景下行为表现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创新性地将

工作和生活 ２ 个维度的数字化场景相结合， 探讨

多维度数字化场景建设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影响

机制， 突破了传统研究的单一场景限制， 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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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揭示数字化场景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来

解释工作和生活场景数字化对员工心理和行为的

影响路径。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 个体进行自我决

定的过程取决于其自身控制外界环境的灵活性。
已有研究表明， 个体总是存在差异的， 个体与环

境的契合程度也有所不同， 因此个体会对外部环

境的判断产生不一致的看法［１０］。 具体来讲， 自

主、 胜任和关系需求的满足程度， 影响着个体对

外在环境的判断。 如果数字化的工作场所能够满

足员工的基本心理需求， 他们可能会将其看作是

一种支持性的工作环境。 员工在工作中体验到快

乐、 兴趣和享受的同时， 也会促进外在动机的内

化、 产生更多的内在动机［１１］。 这些积极的感受

会促进他们的工作表现和心理健康［１２］， 对完成

工作任务抱有积极的认知和信心， 即个体在数字

化工作场所中拥有更高的数字自我效能感。 这些

员工倾向于在数字化的工作场所中主动承担具有

挑战性的工作任务、 设定更高的绩效目标［１３］，
进而表现出一些积极性的工作行为， 如主动性行

为。 同时， 智能化的生活场景可能会影响员工对

工作场所数字设备的认知， 技术接受模型认为，
生活中对智能设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认

知正向影响员工对智能设备的态度和使用意图，
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主动地接受和使用智能设

备。 这类员工对智能设备保持积极的态度， 可能

会进一步促进他们对工作场所中数字工具的积极

认知和接纳。
本研究从数字化场景中的工作和生活维度切

入， 探讨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影

响机制。 引入智能化生活作为调节变量， 以期揭

示数字化场景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影响机制和边

界条件。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 （１） 本研究

从工作和生活 ２ 个维度展开， 探讨数字化场景对

员工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工作层面， 已

有研究聚焦于人工智能、 算法等数字工具对员工

特质和行为的积极影响， 如增强员工的工作敏捷

性［１４］。 但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认知和行为的

影响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１５］。 本研究从员工

的心理需求出发， 探讨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主

动性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生活层面， 已有研究

尚未从生活视角探讨员工对数字化场景下智能设

备的认知和行为表现。 本研究引入生活情景， 深

入探讨工作场景数字化对员工主动性行为影响的

边界条件。 综上， 本研究丰富了现有研究对数字

化应用的讨论， 为理解数字化如何全面塑造员工

的思维和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支持。
（２） 本研究结合自我决定理论， 从外部环境视

角探讨工作场所数字化与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参

与度之间的 “黑箱”， 拓展数字化场景对员工行

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已有研究主要基于自我决定

理论中的自主、 胜任和关系三大基本心理需求的

满足程度来解释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如算法管理

对零工工作行为的机制研究［１６］。 本研究从环境

因素入手， 认为工作场所数字化可能是一个支持

性的工作环境， 对员工的认知和工作行为产生积

极的影响， 研究回应了欧阳晨慧等运用自我决定

理论从个体特质的角度， 丰富工作场所数字化应

用影响效应的研究［１４］。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工作场所数字化与主动性行为

个人是其工作的唯一仲裁者， 决定着如何使

用技术， 因此， 接受或拒绝由数字工具引发的数

字工作场所转型的意图最初都植根于个人的自我

决定［１３］。 工作场所数字化不仅改变员工的日常

工作方式， 还让部分员工能够灵活适应并保持高

度的互联互通， 从而能够更迅速便捷地获取所需

信息； 此外， 员工还可以通过更好地运用数字化

工作场所中的社交网络， 减少时间成本和沟通成

本， 提高自身和组织的生产率［１７］。 因此， 本研

究认为工作场所数字化会对员工的工作行为和表

现产生积极作用。
由自我决定理论可知， 工作场所数字化可以

被员工视为是一种支持性的工作环境， 在这种环

境中工作有助于员工自主、 关系和胜任需求满足，
进而促使其自主动机的生成［１８］。 已有研究表明，
具有内部动机的个体拥有更高的自我决定动机，
对自身的主动性行为具有促进作用［１９］。 工作场所

数字化作为一种支持性的工作环境， 具有 ３ 个需

求： （１） 打破传统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员工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工作需求安排工作［２０］， 自主

需求得到满足。 （２） 为员工提供了多种沟通协作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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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和工具， 促进员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增

强团队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关系需求得到满足。
（３） 为员工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培训机会， 不

断提升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胜任需求得到满足。
３ 个需求均满足时， 员工会认为自己有义务且有

能力回报组织， 更倾向于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以期获得有价值的结果回报组织， 进而产生一些

有利于组织的主动性行为。 综上， 工作场所数字

化激发员工在工作场景中采取更多的主动性行为，
以实现自我价值和意义。 由此提出假设：

Ｈ１： 工作场所数字化通过满足自主、 关系

和胜任需求， 正向促进员工的主动性行为。
（二） 数字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数字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在有效和毫不费

力地利用信息技术以及适应硬件和软件更新方面

的自我效能［２１］。 数字自我效能感作为数字化工

作场所中调节和控制个体行为的个体特征， 会对

个体认知评估产生影响， 反映个体对于数字设备

使用能力的感知与信心［２２］。 由自我决定理论可

知， 将工作场所数字化视为一个支持性的工作环

境， 员工的自主、 胜任和关系这三大基本的心理

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就会促进个体内在动机的生

成以及外在动机的内化［１２］， 即可能对数字化的

工作场所产生积极的工作态度， 如数字自我效能

感。 （１） 工作场所数字化能够替代员工完成某

些工作任务， 减少员工执行重复、 规范、 结构化

任务的工作量［２３］。 数字化工作场所中的机器通

过自主地承担与员工角色相关的日常任务来减轻

负担［２４］， 员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安排自

己的工作。 同时， 数字化的设备能够持续捕获和

挖掘大量数据， 并使用机器学习来理解和解释这

些数据［２５］， 这就为数字化工作场所中的员工提

供了足够多的资源支持去自主学习数字工作技

能， 员工的自主需求得到满足。 （２） 工作场所

数字化利用数字技术辅助员工工作， 使员工能够

更快地完成工作任务， 提升员工的绩效水平。 同

时， 工作场所数字化的场景搭建， 为员工提供一

个更为高效简洁的工作场所， 激发员工努力投入

工作的意愿［１８］。 员工积极拥抱数字工具， 这种

互动使得他们在掌握新技术的过程中感受到激

动、 满足和超越， 进而激发员工探索新工作领域

的热情和动力［２６］， 使得他们有能力且有信心去

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员工的胜任需求得到

满足。 （３） 工作场所数字化作为一种全新的工

作场景， 对员工的工作流程和方式造成不同程度

的影响。 由于人工智能、 算法管理等数字工具的

介入， 员工会增强对人类身份的认同感， 因而缓

解了对外部群体的焦虑情绪， 减少群体间的偏见

和紧张关系［２７］。 同时， 员工在使用数字工具时

可能产生很多困惑和不解， 进而会促进不同部门

和不同团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促进工作场所中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员工的关系需求也得到满

足。 员工的自主、 胜任和关系需求均在工作场所

数字化情景中得到满足， 激发员工产生更多的自

主动机， 提升员工的数字自我效能感。
工作场所数字化要求使用新的数字技术和工

具， 因此， 员工会面临学习工作和技术问题的挑

战、 如何解决因数字技术而产生的非结构化问题

等困难。 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使个体具有更高的

结果期望， 更有可能认识和利用环境中的机会，
并更努力克服工作中的障碍［２８］。 数字自我效能

感水平高的员工对自身使用数字工具和设备的能

力有较高的认知， 更有可能去主动地解决数字工

作场所中的问题， 灵活地应用数字信息技术， 并

有效地适应更多非结构化的数字工作场所。 由自

我决定理论可知， 按其自主、 胜任和关系需求满

足程度的不同， 可以将个体区分为自主定向、 控

制定向和非个人定向。 自主定向的核心是自我体

验［２９］， 即自主定向个体的行为是由兴趣和价值

认同所引发的。 数字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个体在工

作场所数字化情境中倾向于表现出更高的自我决

定性。 而自我效能信念首先是通过主动掌握经验

形成的［３０］， 员工对于技术的积极信念可能会促

使其获得有效使用技术所需的技能［３１］， 数字能

力高的个人通常具有高水平的数字自我效能。 在

数字工作场所中， 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具备较高

的能力和信念， 能够有效利用数字工具和技术，
更有可能积极主动地重塑和完善自己的工作， 采

取一些主动性行为。
综上所述， 将工作场所数字化视为一种支持

性的工作环境， 员工的自主、 关系和胜任需求得

到满足， 就会更多地促进外在动机的内化， 员工

产生极高的数字自我效能感， 更乐意采用数字化

工作场所中的数字工具做出一些主动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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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提出假设：
Ｈ２： 数字自我效能感在工作场所数字化促

进员工主动性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 智能化生活的调节作用

技术接受模型认为， 当某项技术能够提升个

体绩效且不显著增加工作量， 即拥有高感知有用

性和高感知易用性时， 更容易被视为是实用且便

捷的， 个体更有可能采用该项技术［３２］。 员工在

生活场景中形成对智能设备高感知有用性和高感

知易用性的认知， 可能会影响到其对工作场景中

智能设备的认知［３３］。 一方面， 员工对技术感知

有用性的信念与使用该技术的态度和意图之间存

在关系［３４］， 也就是说， 当员工认为数字技术方

便、 有用且对社会很重要时， 那么他们可能会采

用该技术， 即使他们不喜欢使用该技术［３５］。 对

生活场景中智能设备的高感知有用性， 促使员工

更有可能对数字工具持积极态度， 更有可能在学

习和使用数字工具的过程中形成数字自我效能

感［３６］。 另一方面， 员工对生活场景中智能设备的

感知易用性与其数字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呈现正相

关关系［３４］。 对生活场景中智能设备的高感知易用

性， 促使员工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握新技术和未来

可能出现的更复杂技术所需的知识和技能［３７］， 提

升员工在数字化工作环境中的自我效能感。
此外， 基于原始技术接受模型， Ａｈｍｅｄ Ｓｈｕ⁃

ｈａｉｂｅｒ 等将信任纳入技术接受模型中， 作为影响

智能设备使用态度和使用意愿的重要因素之

一［９］。 当员工对生活中智能化设备信任程度高

时， 他们会倾向于更加信任智能技术， 他们会对

使用这项技术抱有很高的积极态度。 员工对自己

的数字技能的信任度越高， 在数字化的工作场所

中他们就越不可能对使用信息技术感到焦虑， 并

且越有可能坚持并熟练地这样做［２１］。 基于信任，
员工有信心和能力熟练使用数字工具， 更容易产

生数字自我效能感。 由此， 提出假设：
Ｈ３： 员工智能化生活的程度正向调节工作

场所数字化与员工数字自我效能感的正相关关

系， 即员工智能化生活的程度越高， 工作场所数

字化与员工数字自我效能感正相关关系越强。
智能技术的引入促使员工形成更具经济性和

便捷性的生活方式［３８］。 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
间接影响员工对工作场所中数字工具的认知与需

求， 进而促进员工在数字化的工作场所中做出相

应的改变［７］。 根据技术接受模型， 个体的行为

意向是其行动的驱动力。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

性影响员工对新事物的使用态度， 态度影响行为

意向， 最终导致实际行为的发生［３４］。 感知有用

性和感知易用性较高的员工， 认为自己很容易使

用和驾驭任何场景下的智能设备［３９］， 更多地将

工作场所中的数字设备视为是一种帮助性的

“合作伙伴”， 对智能设备持有积极的使用态

度［４０］。 员工愿意且熟练使用数字工具辅助完成

工作任务， 在与 ＡＩ 合作的过程中形成较强的数

字自我效能感。 已有研究表明， 数字自我效能感

对行为意向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４１］， 即数字工

具能够为员工带来积极的感觉时， 员工会选择继

续使用数字工具应对情境需求， 主动地优化和使

用数字化场景中的数字资源［４４］。 智能化生活程

度越高， 对智能设备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

越强， 激发员工在数字化工作场所中形成越强的

数字自我效能感。 随着员工管理和运用工作场所

中数字工具的能力不断增强， 他们会形成强大的

自信去应对威胁和挑战［４５］， 更可能在数字化的

工作场所中采取一些有利于组织发展的主动性行

为。 由此， 提出假设：
Ｈ４： 员工智能化生活的程度正向调节工作

场所数字化通过数字自我效能感影响员工主动性

行为的间接关系， 即员工智能化生活的程度越

高， 这一间接关系越强。
因此，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 １。

图 １　 理论模型图

三、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

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发放与收集均在见数 Ｃｒｅ⁃
ｄａｍｏ 平台进行， 以在职员工为研究对象。 在正

式调研之前， 本研究在平台发布 ３５ 份问卷进行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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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试， 根据回收的调查数据修改问卷措辞， 以

保证正式调研时问卷的准确性。 参与预调研的

３５ 份数据不纳入最终的数据分析中。 正式调查

时告知被试者本次调查仅用于科学研究， 采取匿

名方式填写， 且对调查结果进行保密。 本研究将

研究对象设定为工作和生活经常处于数字化场景

中的员工， 包括信息技术业、 服务业等行业的员

工。 在正式问卷中， 被试者首先需要阅读一段关

于工作场所数字化和智能化生活的文本， 包括定

义、 实用场景等。 阅读完毕后， 被试者需要依次

回答 ２ 个筛选题。 （１） 单选题： “您是否经常在

数字化场所中开展工作？” （２） 单选题： “您是

否在生活中经常使用上述提及的数字化设备？”
全部回答 “是” 的被试者进入正式问卷填答，
任意回答 “否” 则自动结束问卷。 共收回调查

问卷 ５１９ 份， 剔除明显规律性作答和作答时长较

短的无效问卷 ２４ 份，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数量为

４９５ 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５􀆰 ３８％ 。
在 ４９５ 份有效样本的被试群体中， 涉及北

京、 山东、 广东、 河北、 河南、 辽宁、 广西等

２４ 个 省 份。 从 性 别 角 度 来 看， 女 性 占 比 为

５１􀆰 ５２％ ， 男性占比为 ４８􀆰 ４８％ ， 分布相对均匀。
从年龄角度来看， ２５ 岁及以下占比为 ２３􀆰 ４３％ ，
２６ ～ ３５ 岁占比为 ２２􀆰 ０２％ ， ３６ ～ ４５ 岁占比为

２８􀆰 ８９％ ， ４６ ～ ５５ 岁占比为 ２５􀆰 ６６％ ， 分布相对

均匀。 从学历角度来看， 本科以下学历占比为

４９􀆰 ５０％ ， 本科及以上占比为 ５０􀆰 ５％ 。 从工作年

限来看， 拥有 １ 年及以下工作经验的人群占比为

１３􀆰 ３３％ ， ２ ～ ４ 年 工 作 经 验 的 人 群 占 比 为

１９􀆰 ８０％ ， ５ ～ ７ 年 工 作 经 验 的 人 群 占 比 为

２１􀆰 ０１％ ， ８ ～ １０ 年 工 作 经 验 的 人 群 占 比 为

９􀆰 ９０％ ， １０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人群占比为

３５􀆰 ９６％ 。 从所属行业性质来看， 金融业占比为

１６􀆰 ７７％ ， 制造业占比为 ２２􀆰 ４２％ ， 医疗业占比

为 ２４􀆰 ０４％ ， 信息技术业占比为 ８􀆰 ３０％ ， 服务业

占比为 １０􀆰 ５１％ ， 农业占比为 ９􀆰 ９０％ ， 交通运输

业占比为 ８􀆰 １０％ 。
（二） 测量工具

本研究均采用国外学者开发的成熟量表， 选

取的工作场所数字化、 数字自我效能感、 主动性

行为的量表均广泛应用于国内研究。 智能化生活

变量借鉴国外已有学者的研究［４２，４５］， 选取特定量

表进行测量。 量表均采用严格的 “翻译—回译”
程序， 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方法， 其中 １ 代表

“非常不同意”， ５ 代表 “非常同意”。
工作场所数字化： 采用欧阳晨慧等基于中国

情境下修订自 Ｃｈａｎ 等使用的量表［１４］， 共有 １５ 个

题项， ４ 个维度。 如 “使用数字技术提高了我的

生产力”。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６２。
数字自我效能感： 采用 Ｋｉｍ 等编制的测量

量表［４４］， 共 ３ 个题项， 如 “我相信我可以很好

地使用数字设备”。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３８。
主动性行为： 采用 Ｇｒｉｆｆｉｎ 等开发的量表［４５］，

共 ３ 个维度， ９ 个题项 。 如： “我会想出新的方

法或改良原有的工作方法来帮助改进组织绩

效”。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７６。
智能化生活： 智能设备技术的新兴性质， 决

定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采用意图而不是实际的采用

行为［４６］。 已有研究表明， 采用意图是一个可靠

的观测变量， 用户实际的采用行为与用户采纳意

愿之间存在直接相关关系， 采用意图能够很好地

预测用户的使用行为［４７］， 故本研究采用 “对智

能设备的采用意图” 这一变量来表征员工 “智
能化生活” 的程度。 本研究采用 Ｈｉｍａｎｓｈｉ Ｃｈａｗ⁃
ｌａ 等对物联网智能设备的采用意图编制的量

表［３９］， 来测量员工的智能化生活的程度。 借鉴

吴晓波等的做法， 选取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和信任 ３ 个维度测量， 每个维度选取 ３ 个题

项［４０］。 感知有用性维度代表题项为 “我可以使

用智能设备轻松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感知易用

性维度代表题项为 “我觉得使用智能设备是清

晰和可理解的”； 信任维度代表题项为 “我觉得

使用智能设备是值得信赖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

数为 ０􀆰 ９２９。
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学者的研究， 把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工作年限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以

及所在行业的性质作为潜在的控制变量， 充分考

虑这些控制变量的影响， 以提高数据分析结果的

可靠性。

四、 研究结果分析

（一）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通过 Ｃｒｅｄａｍｏ 平台线上招募人员的方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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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填写问卷获取数据， 问卷均采用员工自评的方

式， 考虑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

究采用 Ｈａｍａｎ 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题项进行检

验， 发 现 第 一 个 主 成 分 占 因 子 总 载 荷 为

３８􀆰 １７％ ， 未超过 ４０％的临界值， 所以认为共同

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 Ｍｐｌｕｓ８􀆰 ３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

分析。 由表 １ 可知， 四因子模型 （工作场所数

字化、 数字自我效能感、 主动性行为、 智能化生

活） 的各项指标拟合均为最佳 （c
２ ＝ １５５４􀆰 ２３２，

ｄｆ ＝ ５８８， ＣＦＩ ＝ ０􀆰 ９１６， ＴＬＩ ＝ ０􀆰 ９１０，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８， ＳＲＭＲ ＝ ０􀆰 ０５８）， 且优于其他替代模型，
因此， 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的区分效度符合

要求。

表 １　 变量区分效度分析（Ｎ ＝ ４９５）①

模型 c２ ｄｆ c２ ／ 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单因子模型（Ａ ＋ Ｂ ＋ Ｃ ＋ Ｄ） ５ １２７． ７８９ ５９４ ８． ６３３ ０． ６０５ ０． ５８１ ０． １２４ ０． １３７

二因子模型（Ａ ＋ Ｂ ＋ Ｃ、Ｄ） ３ ０１８． ９３１ ５９２ ５． １００ ０． ７８８ ０． ７７５ ０． ０９１ ０． ０９８

三因子模型（Ａ ＋ Ｂ、Ｃ、Ｄ） ２ ０４８． ３０１ ５９１ ３． ４６６ ０． ８７３ ０． ８６５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７

四因子模型（Ａ、Ｂ、Ｃ、Ｄ） １ ５５４． ２３２ ５８８ ２． ６４３ ０． ９１６ ０． ９１０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８

　 　 （三）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 各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以及相关

系数见表 ２。 由表 ２ 可知， 工作场所数字化 （ ｒ
＝ ０􀆰 ３９８， ｐ ＜ ０􀆰 ０５） 和智能化生活 （ ｒ ＝ ０􀆰 ３５８，
ｐ ＜ ０􀆰 ０５） 均与数字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相关关

系； 工作场所数字化 （ ｒ ＝ ０􀆰 ５１８， ｐ ＜ ０􀆰 ０５） 和

数字自我效能感 （ ｒ ＝ ０􀆰 ４４４， ｐ ＜ ０􀆰 ０５） 均与主

动性行为表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 工作场所数字

化、 数字自我效能感、 主动性行为和智能化生活

４ 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与本研究的假设方向相

符， 为后续假设检验提供初步支持。

表 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Ｎ ＝４９５）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性别 ０． ４８０ ０． ５００

２． 年龄 ２． ５７０ １． １０９ －０． ０２６

３． 学历 ２． ３６０ ０． ８６３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９

４． 工作年限 ３． ３５０ １． ４６６ －０． ０１３ ０． ９２２∗ ０． ０５２

５． 单位性质 ３． ３２０ １． ８３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３ ０． ０７１ －０． ００３

６． 工作场所数字化 ３． ３４３ ０． ９５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６

７． 数字自我效能感 ３． ３０１ １． ０３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５　 ０． ３９８∗

８． 主动性行为 ３． ２７３ ０． ８２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２　 ０． ５１８∗ ０． ４４４∗

９． 智能化生活 ３． ３１５ ０． ９１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９　 ０． ３６５∗ ０． ３５８∗ ０． ４５４∗

　 　 （四） 假设检验

１．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

Ｍｐｌｕｓ８􀆰 ３ 软件，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结合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 法 （１ ０００ 次） 检验数字自我效能感在工作

６４

①

②

Ａ 表示工作场所数字化、Ｂ 表示数字自我效能感、Ｃ 表示智能化生活、Ｄ 表示主动性行为。 此外，“ ＋ ”表示 ２ 个
因子合并。

∗、∗∗、∗∗∗分别表示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双尾检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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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数字化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对人

口统计学和所在行业性质等变量进行控制后结果

显示， 工作场所数字化到主动性行为的路径系数

为 ０􀆰 ２７４ （ｐ ＜ ０􀆰 ００１）， 说明工作场所数字化对

主动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工作场所数字

化对数字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β ＝
０􀆰 ４３８， ｐ ＜ ０􀆰 ００１， ９５％ ＣＩ ＝ ［０􀆰 ３６１， ０􀆰 ５１５］，
不包括 ０）； 数字自我效能感也显著正向预测主

动性行为 （ β ＝ ０􀆰 ２２０， ｐ ＜ ０􀆰 ００１， ９５％ ＣＩ ＝
［０􀆰 １４２， ０􀆰 ２９９］， 不包括 ０）； 数字自我效能感

在工作场所数字化促进员工主动性行为之间发挥

中介作用显著 （β ＝ ０􀆰 ０９７， ｐ ＜ ０􀆰 ００１， ９５％ ＣＩ ＝
［０􀆰 ０５８， ０􀆰 １３５］， 不包括 ０）， 假设 ２ 得到支持。
其中， 绘制的主要研究变量路径系数如图 ２。

图 ２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２． 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对不同水平的智

能化生活程度下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数字自我

效能感的影响效应进行对比， 绘制调节效应检验

表 （见表 ３）。 由表 ３ 可知， 智能化生活水平处

于高水平 （ β ＝ ０􀆰 ５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９５％ ＣＩ ＝
［０􀆰 ４０２， ０􀆰 ６０１］， 不包括 ０）， 工作场所数字化

对员工数字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显著； 智能化生活

水平处于低水平 （β ＝ ０􀆰 ０７７， ｐ ＞ ０􀆰 ０５， ９５％ ＣＩ ＝
［ － ０􀆰 ０４５， ０􀆰 １９９］， 包括 ０）， 工作场所数字化

对员工数字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不显著。 此外， 在

智能化生活水平高和智能化生活水平低的条件

下， 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数字自我效能感的效

应差异值显著 （ｄｉｆｆ ＝０􀆰 ４２４， ｐ ＜０􀆰 ００１， ９５％ＣＩ ＝
［０􀆰 ２８０， ０􀆰 ５６９］， 不包括 ０）， 假设 ３ 得到支持。
此外， 本研究进一步绘制简单斜率分析图 （见
图 ３）。 由图 ３ 可知， 随着智能化生活水平从低

到高， 工作场所数字化对数字自我效能感的正向

影响逐渐增强。 假设 ３ 再次得到支持。

图 ３　 简单斜率分析

表 ３　 调节效应检验（Ｎ ＝４９５）

智能化生活
工作场所数字化®数字自我效能感

效应值 标准误 ９５％ＣＩ 下限 ９５％ＣＩ 上限

低（ － １ＳＤ）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４ － ０． ０４５ ０． １９９
高（ ＋ １ＳＤ） ０． ５０１∗∗∗ ０． ０６０ ０． ４０２ ０． ６０１

差异 ０． ４２４∗∗∗ ０． ０８８ ０． ２８０ ０． ５６９

　 　 ３． 被 调 节 的 中 介 检 验。 本 研 究 采 用

Ｍｐｌｕｓ８􀆰 ３ 软件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 （１ ０００ 次） 对被调

节的中介进行检验 （相关结果见表 ４）。 由表 ４
可知， 工作场所数字化通过数字自我效能感影响

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在智能化生活水平低的个

体上不显著 （ β ＝ ０􀆰 ００７， ｐ ＞ ０􀆰 ０５， ９５％ ＣＩ ＝
［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７］， 包括 ０）， 在智能化生活水

平高的个体中表现为显著正向影响 （β ＝ ０􀆰 １２７，
ｐ ＜ ０􀆰 ００１， ９５％ ＣＩ ＝ ［０􀆰 ０８４， ０􀆰 １７０］， 不包括

０）， 且在高、 低 ２ 种智能化生活水平下的差异

值显著 （ ｄｉｆｆ ＝ ０􀆰 １２０， ｐ ＜ ０􀆰 ００１， ９５％ ＣＩ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８６］， 不包括 ０）。 由此， 假设 ４ 得

到支持。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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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Ｎ ＝４９５）

智能化生活
工作场所数字化®数字自我效能感®主动性行为

效应值 标准误 ９５％ＣＩ 下限 ９５％ＣＩ 上限

低（ － １ＳＤ）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７
高（ ＋ １ＳＤ） ０． １２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８４ ０． １７０

差异 ０． １２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４ ０． ０８６

五、 讨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
探讨数字化场景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影响机制和

边界条件。 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得出一致结

论： 工作场所数字化通过满足自主、 关系和胜任

需求， 正向促进员工的主动性行为。 数字化环境

使员工能够灵活安排工作、 加强团队协作并提升

专业技能， 从而激发其内在动机， 促使其采取更

多有利于组织的主动性行为。 工作场所数字化可

以增强员工的数字自我效能感， 数字自我效能感

显著正向影响员工的主动性行为， 并部分中介工

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正向影响。 工

作场所数字化提升员工使用数字工具的信心和能

力， 使其更有可能主动借助数字工具完成工作任

务， 最终促进主动性行为的发生。 智能化生活在

工作场所数字化与数字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中充当

“助燃剂”， 强化工作场所数字化对数字自我效

能感的积极影响， 并进一步正向调节数字自我效

能感对工作场所数字化与员工主动性行为关系的

中介作用。 智能化生活增强员工对智能设备感知

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和信任的认知， 迁移至工作

场景中进一步增强员工的数字自我效能感， 从而

激发出更多的主动性行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建议：
１． 组织应关注员工工作场景的培养， 为员

工提供一个硬性和软性相结合的工作环境以提升

员工的主动性行为。 组织应积极推动工作场所的

数字化转型， 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工具以提高

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生产力。 为了优化组织中数字

文化的优势并有效利用数字工作场所， 管理层可

以定期组织辅导课程以提升员工数字素养， 为员

工提供一个高效的硬性工作环境。 同时， 组织还

要关注工作场所变化引发工作模式变革后员工的

心理状态， 确保组织的工作场所尽量满足员工的

自主、 胜任和关系需求， 以激发员工采取更多有

益的主动性行为。 此外， 在寻求数字化转型的过

程中， 组织可以不定期地进行随机访谈， 积极调

整组织的战略以满足员工心理需求， 为员工营造

一个舒适的软性工作环境。
２． 组织应注重员工生活环境的培养， 借助

智能化生活的普及推动工作场所的数字化转型。
例如， 组织可以线下举办智能设备的 “种草

会”， 员工相互交流使用智能设备的感受和技

巧， 帮助员工去适应和接纳生活中的智能设备，
间接提升他们对数字化工作场所的适应程度。 组

织还可以将智能家居设备作为物质奖励颁发给绩

效优秀者， 他们能够在数字化的工作场所中脱颖

而出， 意味着自身拥有一定的数字素养和技能。
这些佼佼者使用智能家居设备形成的积极体验，
既有利于自身形成较高的数字自我效能感， 促进

数字化工作场所中主动性行为的发生； 同时， 也

有利于带动众多员工对智能设备技术的追随， 加

速推动组织数字化场景的建设。
３． 政府应制定明确的数字化转型战略， 为

组织提供清晰的转型方向和目标， 引导组织在数

字化转型过程中注重员工工作和生活场景的培

养。 同时， 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智能家居

产业的发展， 鼓励企业加大对智能家居产品的研

发和生产投入， 提高智能家居产品的易用性、 便

捷性和兼容性。 借助智能家居的良好消费体验，
促进员工对工作场所中数字化工具的采纳和应

用， 激发员工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行为。
（二） 研究不足与展望

１． 在变量测量方面， 本研究使用 “对物联

网智能设备的使用意图” 这一变量的测量来表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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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员工智能化生活的程度， 尽管已有研究表明可

借助使用意图来表征实际的行为［４９］， 但研究本

身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尚未将收入水平、 地理

区域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 后续研究可

以考虑采用更为精准的变量来研究生活环境的智

能化程度对员工在数字化的工作场所中工作行为

的影响机制。
２． 在样本收集方面， 本研究采用单时点收

集调查问卷且数据均来自于员工自评， 可能会导

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后续研究可以考虑采取多

阶段、 多区域的方式去收集数据， 以更好地研究

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３． 本研究使用自我决定理论， 将工作场所

数字化视为一个支持性的工作环境， 探讨其对员

工工作积极性的影响。 自我决定理论依据基本需

求是否满足， 将外界环境视为支持性的环境或者

控制性的环境， 以此作为双刃剑的效应机制进行

研究。 后续研究可考虑拓宽样本量发放问卷， 试

图从双刃剑的角度解释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工

作行为的影响， 如工作场所数字化可能也会激发

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 进而导致退缩性行为的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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